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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与冲突

——— 基于中国对外援助的证据

李嘉楠　龙小宁　姜　琪＊

　本文使用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中国对外援助数据和乌普萨拉

冲突数据，发现中国 “其他官方援助”可以显著减少受援国冲突。针

对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中国优势产能指标作为工具变量。在考虑

样本选择偏误和不同类型国际援助后，结果保持稳健。在机制部分，
我们发现中国援助显著提高了受援国的基础设施水平和工业就业率，
提高了参与冲突的 “机会成本”。本文的发现支持了中国援助模式的

有效性，也支持了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中国对外援助，地区冲突，基础设施建设

ＤＯＩ：１０．１３８２１／ｊ．ｃｎｋｉ．ｃｅｑ．２０２１．０４．０１

一、引　　言

在过去２０年，世界经济和社会稳步发展，但地区冲突的频率并没有下

降，仍是妨碍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加速了

贫困地区的经济衰退，地区冲突日益加剧，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根据

“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 （Ｕｐｐｓａｌａ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ｇｒａｍ，ＵＣＤＰ）提供的

统计，如图１所示，在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间，地区冲突频率持续上升，死亡人数

并没有明显的下降趋势。１频发的武装冲突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和人力资本的

积累，不仅影响了当地居民基本食物和营养的保证，更影响了医疗服务和教

育服务的提供。前者是人力资本赖以存在的基础，后者则是人力资本进一步

提高的重要条件 （Ｍｉｌｌｅｒ　ａｎｄ　Ｗｈｅｒｒｙ，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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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际援助规模不断扩大，如何探索一个能够有效抑制地区冲突的援
助模式成为当务之急。西方援助侧重实物赠予和机构改革，相反，中国援助
侧重金融支持和基础设施建设，注重直接普惠当地民众。相对于西方设置附
加条件的援助模式，中国不附加条件的外援模式往往被西方媒体批评为对受
援国落后治理能力的妥协。对比和评价中国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对外援助模式，

有助于总结过去国际对外援助的经验和教训，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命题。

虽然西方发达国家对国际援助投入巨大，但效果依然存在争议。很多研
究发现西方援助对受援国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帮助。目前，文献上对于西方援
助模式能否有效减少受援国冲突存在争议，一些研究甚至发现西方援助增强
了地方武装的实力，加剧了地区冲突 （Ｎｕｎｎ　ａｎｄ　Ｑｉａｎ，２０１４）。由于西方援
助并没有对减少冲突起到预期的作用，探讨中国援助模式就为国际援助的探
索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基于此，本文分析探讨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间中国的对外
援助对受援国地区冲突的影响及其机制。

图１　１９８９—２０１６年全球冲突发生频率及冲突死亡人数

　　数据来源：ＵＣＤＰ。

中国对外援助的模式有利于减少地区冲突。中国对外援助的规模增长迅
速，根据 《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三年间中国援助金额总
计８９３．４亿元，相当于中国１９５０—２００９年６０年援助总额的１／３。中国对外援
助不附带政治条件，不干涉受援国内政。在具体实施上，中国援助更关注受
援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市场需求，以贸易投资合作为宗旨，促进双边共同发
展，为受援国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提供实质性的支持，有别于西方的单向 “给
予 接受”模式。中国援助强调公益性和普惠性，注重援助项目对当地民众的
直接效益，而不是简单为当地执政机构服务。与西方援助相比，以基础设施
建设为主的中国对外援助不仅在短期内可以帮助受援助地区提高就业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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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长期促进当地经济增长，从而更有利于消除地区冲突的根源。目前，

鲜有文献关注中国外援对于受援国地区冲突的直接影响。

本文基于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的国家级中国援助面板数据，构建中国援助不同
的代理变量。由于中国外援的具体数据并没有在官方公布，本文的中国援助
数据采用 “援助数据”项目 （ＡｉｄＤａｔａ）中１５９个国家 （地区）新闻信息、行
业资讯和公司报告整理估算的援助数据２，其可靠性在研究中得到广泛认可
（Ｉｓａｋｓｓｏｎ　ａｎｄ　Ｋｏｔｓａｄａｍ，２０１８；庞珣和王帅，２０１７）。本文发现中国主要援
助模式 “其他官方援助”（Ｏｔｈｅｒ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Ｆｌｏｗｓ，ＯＯＦ）可以显著降低受援国
地区冲突发生的概率、冲突造成的死亡人数和冲突持续的时间。为了解决内
生性问题，本文结合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下提高对外援助的背景，使用
国内优势产能的产量指标作为对外援助的工具变量，结果保持稳健。在控制
住美国援助、北欧主要援助、有殖民历史国家主要援助和世界银行援助后，

本文结果保持稳健。在机制分析中，本文发现中国援助显著提高了受援国的
基础设施水平和工业就业率，提高了参与冲突的 “机会成本”。

本文通过探讨中国对外援助的有效性，具体创新点和贡献如下： （１）从
中国援助的特色出发，比较研究中国援助中的 “官方发展援助”（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ＯＤＡ）与 “其他官方援助” （ＯＯＦ）的不同作用，特
别是与美国官方发展援助以及其他主要的国际援助模式进行直接对比，为国
际援助模式的发展提供实证证据；（２）分析中国援助通过提高基础设施建设
对冲突产生的影响，进一步验证了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本文后续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第三部分介绍中国对外
援助有利于消除地区冲突根源的理论背景，第四部分介绍数据以及相关背景，

第五部分汇报方法和结果，最后是结论。

二、文献综述

许多文献对于国际援助的重要性进行了深入探讨。援助对受援国的积极
作用主要体现为：为受援国提供大量资本和投资项目，有利于改善基础设施
建设 （Ｋｒａａｙ　ａｎｄ　Ｍｃｋｅｎｚｉｅ，２０１４）；作为国际财富再分配工具，减少国家间
的财富不平等 （Ｈａｔｔｏｒｉ，２００１）；减缓经济恐慌下产生的国家内乱，推进民主
化进程 （Ｎｉｅｌｓ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促进受援国经济增长 （Ｄａｌｇａａｒ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４）。

虽然西方援助提供了大量的资金、资源及配套的改革方案，许多研究却

２ “援助数据”项目 （ＡｉｄＤａｔａ）：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ａｉｄｄａｔａ．ｏｒｇ／ｄａｔａ／ｃｈｉｎｅｓｅ－ｇｌｏｂａｌ－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ｅ－ｄａｔａｓｅｔ，
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２月４日。该数据的原始数据来自Ｆａｃｔｉｖａ数据库、受援国和援助国政府官方公布
的项目信息和已出版学术刊物上披露的援助信息 （庞珣和王帅，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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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西方援助反而使得落后国家陷于贫困和落后。一方面，国际援助被一些
国家用来服务外交政治需要 （Ａｌｅｓｉｎａ　ａｎｄ　Ｄｏｌｌａｒ，２０００）。另一方面，受援国
不仅没有在援助下形成稳定的工业体系，反而滋长了对援助的依赖，导致工
业发展更为迟缓，使得援助成为 “援助诅咒”（Ｒａｊａｎ　ａｎｄ　Ｓｕｂｒａｍａｎｉａｎ，

２０１１）。在援助的具体执行层面，西方ＯＤＡ援助从援助国发放到受援国分配
的过程中需要历经多级委托代理关系，提高了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可能性，
产生了严重的监管盲区和资源浪费。
在地区冲突方面，目前文献对于援助的效果还存在争议。Ｎｉｅｌｓ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发现援助的增加会提高政府军对于地方武装的未来承诺，使得冲突减
少。但另有研究发现大量西方援助的物资最后通过非法方式落入武装分子手
中，反而为武装分子提供了物质保障。在实证方面，Ｎｕｎｎ　ａｎｄ　Ｑｉａｎ （２０１４）
研究美国粮食援助对受援国的影响，发现粮食援助会导致更高频率和更长持
续时间的冲突。同样，Ｃｒｏｓ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用断点回归的方法研究 ＫＡＬＡＨＩ－
ＣＩＤＳＳ援助项目对菲律宾的影响，发现由于叛乱分子蓄意破坏援助计划，有
资格并最终获得援助资源的地区有更高的冲突率和死亡率。
随着中国对外援助规模的快速上升，中国对外援助的实施效果以及其在

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影响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中国对外援助历经６０余年发
展，已向１６１个国家，以及３０多个国际和区域组织提供总计近４　０００亿元援
助，并主要投向亚洲和非洲等贫困人口最多的地区。一方面，由于统计数据
的不公开以及援助形式与西方的差异，中国外援引起了不少误解和偏见。例
如，Ｙｏｏｎ （２０１６）指责中国将对外援助作为收购资源的战略工具；Ｉｓａｋｓｓｏｎ
ａｎｄ　Ｋｏｔｓａｄａｍ （２０１８）认为中国援助影响了受援国的腐败程度。另一方面，
许多研究认为中国的援助方式优于西方：中国外援的基础设施建设显著促进
了非洲经济增长 （Ｆｏｓｔ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中国外援关注最需要援助的落后国家
（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中国外援可以帮助受援国有效地扩大贸易规模、提升
出口多样性和改善贸易条件 （刘爱兰等，２０１８；朱丹丹和黄梅波，２０１８），并
促进中国对受援国的ＯＦＤＩ规模 （杨亚平和李琳琳，２０１８）。中国援助虽然注
重与资源丰富的国家合作，但主要以开发资源和市场为目的 （Ｄｒｅｈｅｒ　ａｎｄ
Ｆｕｃｈｓ，２０１５）。基于ＡｉｄＤａｔａ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Ｓｔｒａｎｇ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发
现中国援助可以有效缓解国际援助突然撤出造成的冲突，Ｄｒｅｈ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
发现中国援助显著促进了受援国的经济增长。目前为止，仍鲜有文献系统性
地探讨中国外援对受援国冲突的直接效果。
如上可见，现有文献中关于外援的研究存在以下缺陷： （１）较少研究关

注中国对外援助的具体作用，特别是关于中国对外援助的模式与国际传统援
助模式之间的比较；（２）较少研究探讨中国外援对地区冲突的影响。本文将
通过跨国面板数据，力图弥补上述缺陷，并为中国外援减少地区冲突所做的
贡献提供实证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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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论背景：中国对外援助与冲突

在进入正式实证探讨之前，本文首先通过梳理和总结中国对外援助模式
的特点，构建分析中国对外援助对受援国地区冲突产生作用的理论框架。我
们提出，中国对外援助在实施过程中，充分吸收了自身的经济发展经验，注
重基础设施建设，向最需要援助的国家提供支持，从而在消除落后国家地区
冲突的根源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中国对外援助的内容跟西方援助有显著区别。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发展援助委员会 （ＯＥＣＤ　ＤＡＣ）的定义，国际援助划分为两个板块：一类是
“官方发展援助”（以下简称 ＯＤＡ），指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资金或资源，并要
求相比国际金融市场贷款至少节省２５％的成本，主要包括赠款和不以商业利
益为考虑、在利率和偿还期限上极为优惠的贷款；另一类是 “其他官方援助”
（以下简称ＯＯＦ），一般包括出口信贷或者达不到２５％赠予成分要求的政府间
贷款。西方援助侧重于 “赠予”，大部分援助采用 ＯＤＡ的形式。中国援助侧
重于与项目建设绑定的金融支持，注重市场需求和商业行为，大部分援助被
划分为ＯＯＦ。根据ＡｉｄＤａｔａ在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的数据，９３％的美国援助被划分
为ＯＤＡ，８０％的ＯＥＣＤ援助被划分为ＯＤＡ，而中国接近８０％的援助被划分
为ＯＯＦ。
中国对外援助注重对最需要的国家提供帮助。有别于西方援助，中国对

外援助不附带政治条件，不干涉受援国内政，秉持 “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
上互利双赢”的理念，充分尊重受援国的发展模式，充分考虑受援国民众的
切身利益，根据受援国提供的清单决定方案。与此相反，Ｑｉａｎ （２０１５）发现，
在西方援助中，受援国的贫穷程度跟其接受援助的概率并没有显著的相关性。
除了资金上的援助，中国外援项目还为受援国提供配套技术和设备支持。根
据 《发展权：中国的理念、实践与贡献》白皮书，中国在１９５０—２０１６年间为
发展中国家培训各类人员１　２００万人次，派遣６０多万援助人员，其中有７００
多人献出生命。此外，由于中国援助项目一开始就侧重协调当地利益，援助
执行中的委托代理问题也得到了较大改善。
中国对外援助在实施过程中注意结合中国自身的发展经验，接近８０％的

ＯＯＦ援助主要用于受援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提高全要
素生产率，减少交通成本，对区域经济增长有正向作用 （Ｃｏｈｅｎ　ａｎｄ　Ｐａｕｌ，

２００４；张学良，２０１２）；教育和医疗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可以提高人力资本水
平，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Ａｇｅｎｏｒ　ａｎｄ　Ｎｅａｎｉｄｉｓ，２０１１）。许多发展中国家
都面临基础设施严重落后的困难，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部分地区长期处于
断电状态，严重影响了工业的基本生产能力和经济增长 （Ｃｈｅｎｇｅｔｅ　ａｎｄ　Ｐａｕｌ，

２０１８）。根据 《中国的对外援助 （２０１４）》白皮书，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中国对外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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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金额为８９３．４亿人民币，其中８．１％为提供社会公共设施和民生项目的无息
贷款，５５．７％为提供生产型项目、大中型基础设施建设和大型机电设备的优
惠贷款。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中国帮助肯尼亚修建的蒙内铁路。蒙内铁路是
肯尼亚独立以来最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由中国根据国铁Ｉ级标准帮助建
设。该工程连接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与东非第一大港蒙巴萨，克服了众多恶劣
自然地理条件，整个工程采用中国标准、中国技术和中国装备，对当地工人
就业、服务业培训以及经济发展均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中国对外援助在减少冲突根源上具有更大的优势。首先，在短期内，一

方面，中国援助在工程建设上可以为当地低技能工人提供就业；另一方面，
浩大的工程建设所形成的人口集聚也促进了周边服务业的发展，两方面都可
以帮助提高当地人的就业与收入水平，从而提高参与冲突的 “机会成本”。其
次，中国外援建立在政治上独立互信的原则之上，确保实施项目可以得到当
地政府的全力保护与保障，避免受到当地冲突的干扰与破坏。最后，从长期
来看，中国对外援助强调 “授之以渔”，侧重基础设施建设，为当地经济的长
期增长打下基础。
基于以上的理论背景分析，我们认为中国对外援助模式可以更有效地减

少受援国的地区冲突。在下文的经验分析中，我们将使用数据和计量方法进
行进一步的检验。

四、数　　据

本文研究使用到外援和冲突两类数据。由于官方没有公布中国对外援助
的具体数据，本文根据ＡｉｄＤａｔａ中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的中国援助数据进行整理分
析，援助金额全部以２０１４年美元价值为基准。ＡｉｄＤａｔａ数据指标与中国官方
援助的定义存在一定的差别，在数据分析中值得我们注意。ＡｉｄＤａｔａ根据

ＯＥＣＤ　ＤＡＣ标准将中国援助主要分为 “官方发展援助”和 “其他官方援
助”。中国援助在操作过程中没有采用ＯＥＣＤ　ＤＡＣ的标准，而是将对外援助
分为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其中无偿援助和无息贷款在国家财政
项下支出，优惠贷款由中国进出口银行对外提供。与西方援助大部分被认定
为ＯＤＡ不同，根据 ＯＥＣＤ　ＤＡＣ的标准，中国大部分对外援助被认定为

ＯＯＦ。这种划分本质上体现了中国援助与西方援助在模式上的不同。
根据ＡｉｄＤａｔａ统计数据 （见图２），中国对外援助金额在２０００年之后呈现

快速增长的趋势，且在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开始后急剧上升，与世界援助大
国美国的援助规模旗鼓相当。一方面，中国快速上升的对外援助规模体现了
中国政府在建设 “人类命运共同体”上主动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另一方
面，中国对外援助的上升也是中国政府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积极利用国内国
际两个市场来有效配置传统优势产能的政策体现 （Ｄｒｅｈ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对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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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国大范围的基础设施援建，使得中国大量的基建公司和钢铁产能有机会进

入海外市场，从而更有效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进行资源配置。基于此，

我们在处理外援的内生性问题时，会使用国内钢产量来衡量国内产能优势程

度并作为工具变量。３

图２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中国和美国对外援助项目金额

　　数据来源：ＡｉｄＤａｔａ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ａｔａｓｅｔ。

图３ （ａ）展示了中国和美国在 ＯＤＡ和 ＯＯＦ两个项目下的项目总额对

比。在图３ （ａ）中，中国的 ＯＤＡ规模虽然一直在稳步上升，但是远远低于

美国的ＯＤＡ援助总额；中国和美国的 ＯＯＦ在２００５年之前水平相当，但是

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 ＯＯＦ规模迅速拉升。图３ （ａ）的对比再

次说明：中国对外援助跟西方援助在模式上有本质的区别，且中国对外援助

快速的上升主要是由ＯＯＦ援助规模上升带动，与金融危机下中国输出优势产

能的变化紧密相关。图３ （ｂ）展示了中国ＯＯＦ的具体分类。本文将 ＡｉｄＤａｔａ
中关于中国ＯＯＦ援助资金流入领域按内容分为四类：（１）基础设施建设 （包

括交通与生存环境基础设施建设）；（２）福利健康和人道主义援助；（３）教育

援助；（４）其他财政和政府援助。如图３ （ｂ）所示，中国的 ＯＯＦ援助主要

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并在２００８年之后出现大幅度的提升，具体包括公路、

铁路、通信、电力、农业建设以及水资源供给等。

３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援助内容和标准不同，我们在对比和解释援助数据时需要更加谨慎。在数据上，
对外援助并不等同于对外赠予。中国大部分援助都被归为 ＯＯＦ，其中赠予额占项目总额比例低于
２５％，例如，中国援助中很大比例的低息贷款，真正的赠予部分只是利息差额，其在总援助的占比并
不高。直接对比援助项目总额，容易高估中国对外赠予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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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中国与美国对外援助模式比较

　　数据来源：图３ （ａ）数据来源于ＡｉｄＤａｔａ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ａｔａｓｅｔ；图３ （ｂ）数据来源于ＡｉｄＤａｔａ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Ｄａｔａｓｅｔ。

本文冲突数据来自瑞典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 （ＵＣＤＰ）中的地理参考冲
突数据 ［Ｇｅｏ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ｄ　Ｅｖｅｎｔ　Ｄａｔａｓｅｔ（ＧＥＤ），Ｇｌｏｂａｌ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１７．１］。该项目
首先整理收集全球媒体对当地实事新闻的监测和翻译，然后与二级媒体资源
（如当地媒体报道、民间或政府组织的报告、相关书籍等）进行核对整理形
成。该数据对冲突的定义是有武装分子组织参与的，并造成１人以上死亡的
事件。该数据集包含全球 （叙利亚除外）１９８９—２０１６年间１３５　１８１个冲突事
件，具体信息包括冲突的起始时间、地点以及冲突死亡人数。本文研究以国
家为单位将ＵＣＤＰ冲突数据整理成面板格式，并统计出每个国家每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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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频率、冲突死亡人数以及冲突持续时间总和。
我们在实证中控制了引起冲突的其他变量。考虑到农业生产的丰歉容易

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稳定，本文使用全球灾害数据库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Ｅｖｅｎｔ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ＥＭ－ＤＡＴ）来构造自然灾害哑变量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ｊｔ，取值为１表示ｊ国
在ｔ年发生过旱灾或极端天气。同时，本文使用世界银行统计的国家实际农业
产值增量对数值、国家总人口数对数值和人均ＧＤＰ水平对数值来控制该国的
经济发展水平。４虽然中国提供的是无附加条件的援助，考虑到中国与受援国
建交后会有更多的互访和贸易合作，我们构造ｊ国与中国建交的时间变量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ｊｔ，来表示ｊ国截至ｔ年为止与中国建交的时间，以控制外交合作
所产生的影响。为进一步控制国家社会稳定的程度，本文控制了状态脆弱指
数ＳＦＩｊｔ，该指数取自系统和平中心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Ｓｙｓｔｅｍｉｃ　Ｐｅａｃｅ）数据库，衡
量各国在经济、社会、政治和安全四个方面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指数取值在

０—２４范围内，指数越高表示稳定程度越低。
考虑到美国援助在国际援助中的重要地位，我们在实证中控制美国援助

的影响。本文选用ＡｉｄＤａｔａ统计的美国援助数据来构建美国援助控制变量ＵＳ＿

ＡＩＤｊｔ，衡量ｊ国在ｔ年接受美国援助的情况。由于受援国一般为发展中国
家，且地区冲突绝大部分发生在发展中国家，本文的研究样本限定为所有的
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界定以２０１０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 《２０１０年
人类发展报告》（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０）中的划分标准为主。５

表１给出本文样本的描述性统计指标。根据 ＵＣＤＰ对全球冲突数据的统
计，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间，各发展中国家每年平均发生３０起冲突事件，平均每年
有９６天处于冲突状况，造成２０６人死亡。在表１中，ＡＩＤ＿Ｃｈｉｎａｊｔ、ＯＤＡ＿

Ｃｈｉｎａｊｔ和ＯＯＦ＿Ｃｈｉｎａｊｔ分别表示ｊ国ｔ年是否接受中国援助、中国官方发展
援助、中国其他官方援助；而ＯＤＡ＿Ｃｈｉｎａｆｕｎｄｊｔ和ＯＯＦ＿Ｃｈｉｎａｆｕｎｄｊｔ分别表
示ｊ国ｔ年接受中国官方发展援助和其他官方援助的规模。从数据上看，中美
援助在模式和规模上均存在显著差别。在援助模式上，中国以其他官方援助
为主，虽然官方发展援助频率相对较高，但其规模远远小于其他官方援助。
与此相对应，美国援助主要集中于政策制定、农业和粮食作物以及发展援助
等领域，赠予比例较高。

表１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含义 观测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冲突变量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是否有冲突发生 ２　８３３　 ０．２５　 ０．４３　 ０　 １

４ 世界银行公开数据网站，ｈｔｔｐｓ：／／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２月４日。
５ 《２０１０年人类发展报告》来源于ｈｔｔｐ：／／ｈｄｒ．ｕｎｄｐ．ｏｒｇ／ｅｎ／ｃｏｎｔｅｎｔ／ｈｕｍａ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１０，
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２月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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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含义 观测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冲突变量

Ｄｅａｔｈ 冲突死亡人数 ２　８３３　 ２０６　 １　２１５　 ０　 ４８　６６６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冲突发生次数 ２　８３３　 ３０　 １３９　 ０　 ２　３０５

Ｄａｙ 冲突时间 （天） ２　８３３　 ９６　 ３９１　 ０　 ８　４２２

中国援助变量

ＡＩＤ＿Ｃｈｉｎａ 是否有中国援助 ２　８３３　 ０．４５　 ０．５　 ０　 １

ＯＤＡ＿Ｃｈｉｎａ 是否有中国官方发展援助 ２　８３３　 ０．３８　 ０．４９　 ０　 １

ＯＯＦ＿Ｃｈｉｎａ 是否有中国其他官方援助 ２　８３３　 ０．１７　 ０．３７　 ０　 １

ＯＤＡ＿Ｃｈｉｎａｆｕｎｄ 中国官方发展援助金额 （亿美元） ２　８３３　 ０．２８　 １．７３　 ０　 ６７

ＯＯＦ＿Ｃｈｉｎａｆｕｎｄ 中国其他援助金额 （亿美元） ２　８３３　０．７６３　 ７．８２　 ０　 ３５５

ＯＤＡ＿ＵＳＡ 是否有美国官方发展援助 ２　８３３　 ０．６９　 ０．４６　 ０　 １

ＯＯＦ＿ＵＳＡ 是否有美国其他官方援助 ２　８３３　０．０５９　 ０．２４　 ０　 １

ＯＤＡ＿ＵＳＡｆｕｎｄ 美国官方发展援助金额 （亿美元） ２　８３３　 １．６４　 ７．３７　 ０　 ２１８．２６

ＯＯＦ＿ＵＳＡｆｕｎｄ 美国其他官方援助金额 （亿美元） ２　８３３　０．０２６　 ０．２４　 ０　 ５．３

控制变量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是否有旱灾和极端天气发生 ２　８３３　０．０６９　 ０．２５　 １　 ０

ＳＦＩ 国家脆弱性指数 ２　１４６　１０．３３　 ６　 ０　 ２５

ｌｎ （ＧＤＰ） 人均ＧＤＰ对数值 ２　２８１　２１．６８　 １．０８　 １４．４５　２３．０２

ｌ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国家总人口对数值 ２　８０２　１５．０１　 ２．４２　 ９．１５　２１．０３

ｌ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农业增加值对数值 ２　２６３　２２．４６　 ２．３１　 １５．８４　３８．７６

ｌｎ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与中国建交时间对数值 ２　８３３　２５．５５　 １９．３４　 ０　 ６５

五、方法与结果

为了检验中国对外援助对于受援国冲突的减缓作用，本文的实证部分将

对以下两个问题进行研究：首先，我们探究中国外援与受援国当地冲突之间

的关系；其次，我们分析基础设施援建如何影响受援国当地冲突的发生。

（一）中国援助与冲突：基准回归

为探究中国外援如何影响受援国当地冲突的发生，本文基本回归设定

如下：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ｊｔ＝β０＋β１×ＡＩＤｊｔ＋β２×ＵＳ＿ＡＩＤｊｔ＋Ｘｊｔβ＋γｊ＋σｔ＋εｊｔ， （１）

其中，ｊ和ｔ分别表示国家和年度；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ｊｔ表示ｊ国ｔ年是否发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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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ＩＤｊｔ指代一系列衡量ｔ年ｊ国是否接受中国援助的虚拟变量 （即ＡＩＤ＿Ｃｈｉｎａｊｔ、

ＯＤＡ＿Ｃｈｉｎａｊｔ和ＯＯＦ＿Ｃｈｉｎａｊｔ），β１体现了中国援助对受援国冲突的影响；β２体

现了美国援助对受援国冲突的影响；控制变量Ｘｊｔ包括受援国自然灾害Ｄｉｓａｓ－

ｔｅｒｊｔ、脆弱指数ＳＦＩｊｔ、与中国的建交时间ｌｎ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ｊｔ），以及受援国人

均ＧＤＰ、国家总人口的对数和年末农业产值增量的对数；为了控制不同国家

宗教、文化、种族冲突历史、制度等不随时间变化因素对冲突的影响，γｊ 控

制国家固定效应，σｔ 控制年度固定效应；εｊｔ 为随机误差项。

表２展示了根据不同援助指标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在第 （１）、（４）列

结果中，在控制美国官方发展援助或美国其他官方援助后，ＡＩＤ＿Ｃｈｉｎａｊｔ符

号为负，但系数不显著。在第 （２）、（５）和 （３）、（６）列中，我们将中国援

助区分为是否提供官方发展援助 （ＯＤＡ＿Ｃｈｉｎａｊｔ）和是否提供其他官方援助

（ＯＯＦ＿Ｃｈｉｎａｊｔ），结果显示，ＯＤＡ＿Ｃｈｉｎａｊｔ的系数为负但依然不显著，而

ＯＯＦ＿Ｃｈｉｎａｊｔ系数显著为负。区别于过去文献中发现援助会增加受援国冲突，

第 （３）、（６）列的结果显示中国对受援国的其他官方援助使受援国当年的冲

突概率显著下降约７．５％。

表２　中国援助与冲突：基准回归

被解释变量：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ｊｔ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ＡＩＤ＿Ｃｈｉｎａｊｔ －０．００５９ －０．００５２

（０．０１９８） （０．０１９９）

ＯＤＡ＿Ｃｈｉｎａｊｔ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２１６） （０．０２１６）

ＯＯＦ＿Ｃｈｉｎａｊｔ －０．０７６３＊＊＊ 　－０．０７４５＊＊＊

（０．０２２１） （０．０２２０）

ＯＤＡ＿ＵＳＡｊｔ ０．０３８３　 ０．０３８０　 ０．０４６３

（０．０４１５） （０．０４１６） （０．０４２０）

ＯＯＦ＿ＵＳＡｊｔ ０．０２３６　 ０．０２３６　 ０．０２２０

（０．０３６６） （０．０３６５） （０．０３６８）

ＳＦＩｊｔ ０．０１５９＊ ０．０１５９＊ ０．０１５８＊ ０．０１５１＊ ０．０１５１＊ ０．０１４８＊

（０．００８８） （０．００８８） （０．００８６） （０．００８９） （０．００８９） （０．００８８）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ｊｔ ０．００６２　 ０．００６１　 ０．００８８　 ０．００５３　 ０．００５２　 ０．００７８

（０．０２５７） （０．０２５８） （０．０２５９） （０．０２５７） （０．０２５９） （０．０２６０）



１１３４　 经 济 学 （季 刊） 第２１卷

（续表）　　

被解释变量：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ｊｔ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ｌｎ （ＧＤＰｊｔ） －０．００５４ －０．００５４ －０．００５７ －０．００５１ －０．００５０ －０．００５３

（０．００８５） （０．００８５） （０．００８４） （０．００８５） （０．００８５） （０．００８５）

ｌ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ｊｔ） －０．０７４５ －０．０７４４ －０．０８０９ －０．０６１７ －０．０６１７ －０．０６５７

（０．１１８０） （０．１１７） （０．１１９０） （０．１１３０） （０．１１３） （０．１１４）

ｌ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ｊｔ） －０．０２１５ －０．０２１５ －０．０２２１ －０．０２０８ －０．０２０８ －０．０２１４

（０．０２１２） （０．０２１２） （０．０２０４） （０．０２０９） （０．０２０９） （０．０２０２）

ｌｎ（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ｊｔ） －０．０２３３ －０．０２４５ －０．０１７２ －０．０２２３ －０．０２３４ －０．０１５８

（０．０４３８） （０．０４３３） （０．０４２２） （０．０４５０） （０．０４４６） （０．０４３９）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２．５９７　 ２．５９７　 ２．６９２　 ２．４０２　 ２．４０３　 ２．４６７

（２．０２５） （２．０１７） （２．０３５） （１．９６０） （１．９５２） （１．９６７）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Ｙｅａｒ　ＦＥ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Ｒ２　 ０．６８　 ０．６８　 ０．６８　 ０．６８　 ０．６８　 ０．６８

Ｏｂｓ ． １　９０９　 １　９０９　 １　９０９　 １　９０９　 １　９０９　 １　９０９

　　注：＊＊＊、＊＊和＊分别代表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括号中为国家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表２的结果初步支持了中国援助模式能够减少地区冲突。中国援助的主

体为ＯＯＦ援助，而列 （３）、（６）与其他列的结果对比显示，中国援助中能够

真正起到减缓受援国冲突作用的正是这部分跟西方 ＯＤＡ有显著区别的 ＯＯＦ
援助。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美国ＯＤＡ援助与 ＯＯＦ援助的系数均不显著。其

他控制变量的结果基本符合预期：脆弱性指数的系数显著为正，表示脆弱性

指数越高的国家越不稳定，发生冲突可能性越大；灾害变量结果系数为正，

方向符合预期但不显著；农业增加值和与中国建交时间变量系数为负，显示

其可能对冲突发生有抑制作用，但结果均不显著。由于ＯＯＦ援助是中国对外

援助的主要内容，我们在后面的分析中将重点研究中国ＯＯＦ援助的效果和影

响机制。

需要注意的是，表２的结果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中国援助可能并不能

使冲突减少，而是冲突少的国家对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援助的需求更大。本文

采用工具变量法来解决内生性问题。在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

下，面对国内工业原材料优势产能积压较多以及国际需求疲软的局面，通过

提升对外援建中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解决产

品库存问题。Ｄｒｅｈ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认为中国优势产能库存积压的程度主要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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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于国内的产业布局和经济周期，会影响对外援助的规模，但不会受受援国

经济和社会形势的影响，并基于此使用中国钢铁产量作为中国对外援助的

工具变量。本文借鉴Ｄｒｅｈ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和 Ｎｕｎｎ　ａｎｄ　Ｑｉａｎ （２０１４）构建
工具变量的思路，使用ｔ－１期的中国钢材产量ｌｎ （ｓｔｅｅｌ）ｔ－１与受援国ｊ在样
本观测期间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接受中国援助的频率ｐｒｏｂｊ的交互项作为ｔ期中
国对ｊ国其他官方援助ＯＯＦ＿Ｃｈｉｎａｊ，ｔ的工具变量，两阶段回归法的第一阶

段表达式如下：

ＯＯＦ＿Ｃｈｉｎａｊｔ＝α×ｌｎ （ｓｔｅｅｌ）ｔ－１×ｐｒｏｂｊ＋β２×ＵＳ＿ＡＩＤｊｔ
＋Ｘｊｔβ＋γｊ＋σｔ＋εｊｔ （２）

其中ｐｒｏｂｊ＝
∑
１５

１
ｐｊｔ

１５
表示ｊ国在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间接受中国援助的频率，ｐｊｔ表

示ｊ国在ｔ年是否接受中国援助。通过ｐｒｏｂｊ与ｌｎ （ｓｔｅｅｌ）ｔ－１做交乘项，我们
可以衡量中国在ｔ－１年的优势产能有多大的可能性影响到ｊ国，从而作为工

具变量更好地预测ｔ年ｊ国接受中国援助的可能性。

表３展示使用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回归的结果。从第一阶段的第 （１）列

看，滞后一期的钢材产量和受援国接受援助频率的交互项与中国 ＯＯＦ援助有

显著的正相关性。同时，我们使用中国具有产能优势的工业产品平板玻璃的

产量作为优势产能产量的代理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在第 （２）、（３）和 （４）

列中，我们用滞后两期的钢材产量、滞后一期的平板玻璃产量和滞后两期的

平板玻璃产量分别替换第 （１）列中的滞后一期钢材产量，结果保持稳健。从

表格中显示的最小特征值统计量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结果来看，

第 （１）—（４）列数据均大于１５％沃尔德检验临界值８．９６，排除了存在弱工具

变量问题的可能性。进一步参考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值，第 （１）—（４）

列ＫＰ－Ｆ值均大于２２，均大于Ｓｔｏｃｋ　Ｙｏｇｏ　１０％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１６．３８，

进一步拒绝弱工具变量存在的可能性。为进一步确保弱工具变量问题不存在，

本文使用ＬＩＭＬ法 （有限信息最大似然法）对样本进行检验，结果如表 （３）

所示，ＬＩＭＬ的回归系数与工具变量两阶段回归的系数保持一致，证明弱工

具变量不存在，这也进一步说明中国提供对外援助的强度与国内工业产品优

势产能紧密相关。表３的第二部分第 （５）—（８）列汇报了第二阶段的回归结

果，发现中国ＯＯＦ援助对冲突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结果中，美国援助与受

援国的冲突正相关，这与Ｃｒｏｓ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和 Ｎｕｎｎ　ａｎｄ　Ｑｉａｎ （２０１４）的

发现保持一致。由于第 （５）—（８）列中使用不同工具变量的结果并没有显著

的区别，在后面的结果中我们保持使用ｔ－１期的钢材产量对数值与ｊ国平均

接受援助频率的交互项ｌｎ （ｓｔｅｅｌ）ｔ－１×ｐｒｏｂｊ作为中国ＯＯＦ援助的工具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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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中国援助与冲突：两阶段回归结果

第一阶段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ＯＯＦ＿Ｃｈｉｎａｊｔ （１） （２） （３） （４）

ｌｎ（ｓｔｅｅｌ）ｔ－１ ×ｐｒｏｂｊ ０．１６６＊＊＊

（０．０３４１）

ｌｎ（ｓｔｅｅｌ）ｔ－２ ×ｐｒｏｂｊ ０．１６１＊＊＊

（０．０３４１）

ｌｎ（ｇｌａｓｓ）ｔ－１ ×ｐｒｏｂｊ ０．２３４＊＊＊

（０．０４７１）

ｌｎ（ｇｌａｓｓ）ｔ－２ ×ｐｒｏｂｊ ０．２２６＊＊＊

（０．０４７６）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是 是 是 是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Ｙｅａｒ　ＦＥ 是 是 是 是

Ｒ２ ０．３２４　 ０．３２４　 ０．３２５　 ０．３２４

Ｏｂｓ ． １　９０９　 １　９０９　 １　９０９　 １　９０９

第二阶段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ｊｔ （５） （６） （７） （８）

ＯＯＦ＿Ｃｈｉｎａｊｔ －０．５１３＊＊ －０．４８１＊＊ －０．４８４＊＊ －０．４６１＊＊

（０．２２６） （０．２２６） （０．２２２） （０．２２２）

ＯＤＡ＿ＵＳＡｊｔ ０．０９３８＊ ０．０９０４＊ ０．０９０７＊ ０．０８８２＊

（０．０５０８） （０．０４９４） （０．０５０４） （０．０４８６）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是 是 是 是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Ｙｅａｒ　ＦＥ 是 是 是 是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２７．１９　 ２７．１９　 ２７．１９　 ２７．１９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２３．６８　 ２２．２５　 ２４．６４　 ２２．５６

Ｒ２ ０．５８１　 ０．５９５　 ０．５９４　 ０．６０４

Ｏｂｓ ． １　９０９　 １　９０９　 １　９０９　 １　９０９

ＬＩＭＬ检验结果

ＯＯＦ＿Ｃｈｉｎａｊｔ －０．５１３＊＊ －０．４８１＊＊ －０．４８４＊＊ －０．４６１＊＊

（０．２２６） （０．２２６） （０．２２２） （０．２２２）

　　注：＊＊＊、＊＊和＊分别代表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括号中为国家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表示控制了灾害虚拟变量、脆弱性指数、人均ＧＤＰ对数、人口对数、农业增加值以

及与中国建交时间等控制变量。



第４期 李嘉楠等：援助与冲突 １１３７　

本文的两阶段工具变量回归依然可能受样本偏误的影响。如果中国倾
向于向冲突少的国家提供更多援助，特别是工期漫长的基础设施援助，第

二阶段回归 （２）中的ｐｒｏｂｊ在冲突少的国家中会更大，这样更容易在统计
上得到援助与冲突的负向关系，会导致我们高估援助对冲突的作用。为了

进一步确认我们的估计没有由于样本偏误造成的高估，在表４的第 （１）—（４）

列中，我们以每个发展中国家在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间接受中国援助的频率作为被

解释变量 ［ｉ．ｅ．，ｌｎ （ｐｒｏｂｊ，２０００－２０１４×１００＋１）］，以受援国在１９７８—１９９９年
间、１９９０—１９９９年间的冲突死亡人数以及冲突频率分别作为自变量 ［ｉ．ｅ．，

ｌｎ （Ｄｅａｔｈｊ，１９７８－１９９９＋１）、ｌｎ （Ｆｒｅｑｊ，１９７８－１９９９＋１）、ｌｎ （Ｄｅａｔｈｊ，１９９０－１９９９ ＋１）、

ｌｎ（Ｆｒｅｑｊ，１９９０－１９９９＋１）］，并进一步控制每个国家在１９９９年的经济发展水平、

与中国的建交时间和洲的固定效应。在这里，由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在２０００年

之前都经历了剧烈的经济动荡，我们用１９９９年的经济指标可以更准确地体现

每个国家在２０００年之后初期的经济水平。在表４的前四列结果中，我们发现
受援国在２０００年之前的冲突严重程度不仅没有跟２０００年之后的中国援助有

负向关系，反而有显著的正向关系。这些结果表明，中国援助并没有刻意选择

冲突少的国家，相反，中国援助更多地投向了那些冲突频繁、更需要援助的国

家。在表４的第 （５）列，我们把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的全样本分为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
和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两个子样本，同样发现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每个发展中国家接受

中国援助的频率跟其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间的冲突频率显著正相关。表４的结果表

明中国援助并没有倾向于冲突少的国家，从而进一步说明本文关于援助效果

的识别不存在由于样本的选择性偏误带来的高估。

表４　冲突对受援国接受中国援助概率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

ｌｎ（ｐｒｏｂｊ，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１００＋１）

ｌｎ（ｐｒｏｂｊ，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００＋１）

ｌｎ（ｐｒｏｂｊ，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１００＋１）

ｌｎ（ｐｒｏｂｊ，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１００＋１）

ｌｎ（ｐｒｏｂｊ，２００８－２０１４

×１００＋１）

（１） （２） （３） （４） （５）

ｌｎ （Ｄｅａｔｈｊ，１９７８－１９９９＋１） ０．０９０３＊＊＊

（０．０２６６）

ｌｎ （Ｆｒｅｑｊ，１９７８－１９９９＋１） ０．１５３＊＊＊

（０．０３８３）

ｌｎ （Ｄｅａｔｈｊ，１９９０－１９９９＋１） ０．０９６０＊＊＊

（０．０２７３）

ｌｎ （Ｆｒｅｑｊ，１９９０－１９９９＋１） ０．１４８＊＊＊

（０．０３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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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被解释变量

ｌｎ（ｐｒｏｂｊ，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１００＋１）

ｌｎ（ｐｒｏｂｊ，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００＋１）

ｌｎ（ｐｒｏｂｊ，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１００＋１）

ｌｎ（ｐｒｏｂｊ，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１００＋１）

ｌｎ（ｐｒｏｂｊ，２００８－２０１４

×１００＋１）

（１） （２） （３） （４） （５）

ｌｎ （Ｄｅａｔｈｊ，２０００－２００７＋１） －０．１２５

（０．０７７６）

ｌｎ （Ｆｒｅｑｊ，２０００－２００７＋１） ０．２１２＊

（０．１１６）

ｌｎ （ＧＤＰｐｅｒｊ，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０．４２７＊＊＊

（０．１０７）

ｌｎ （ＧＤＰｊ，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０．０４５

（０．０３３６）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ｊ，２０００ ０．７８０＊＊＊ ０．７６５＊＊＊ ０．７６３＊＊＊ ０．７６４＊＊＊ ０．７０７＊＊＊

（０．０８３６） （０．０８２９） （０．０８４０） （０．０８３３） （０．１）

ｌｎ （ＧＤＰｊ，１９９９） －０．０６６８＊＊＊ －０．０７１１＊＊＊ －０．０６５７＊＊＊ －０．０７０５＊＊＊

（０．０１６１） （０．０１６１） （０．０１６１） （０．０１６１）

ｌｎ （ＧＤＰｐｅｒｊ，１９９９） ０．０７１７　 ０．０７７７　 ０．０６７６　 ０．０７２５

（０．０９２２） （０．０９１２） （０．０９２０） （０．０９１５）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　ＦＥ 是 是 是 是 是

Ｒ２　 ０．６３　 ０．６４　 ０．６３　 ０．６４　 ０．６０

Ｏｂｓ ． １８４　 １８４　 １８４　 １８４　 １９３

　　 注：＊＊＊、＊＊、＊分别表示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本文回归可能存在的另一个内生性问题是中国对外援助是否选择了大规

模冲突基本结束的时间节点。如果中国援助是在受援国冲突结束后进入相对

稳定的阶段进行，会导致我们高估中国援助对冲突的减缓作用。针对这个问

题，我们做两方面的讨论。首先，针对中国外援的许多研究发现受援国在历

史上接受中国援助的规模以及受援国与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密切合作对中

国援助的实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黄振乾，２０１９；Ｍｏｒｇａｎ　ａｎｄ　Ｚｈｅｎｇ，

２０１９），而并没有文献提及冲突时机的选择是中国对外援助的重要决定因素。

其次，我们通过分组比较发现，接受中国ＯＯＦ援助的国家在接受援助之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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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冲突频率波动上升的时期。６这些证据表明，对于冲突时机选择的可能性

不会显著影响我们的实证结果。最后，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实证结果并不

说明中国倾向往处在内战状态下的国家进行援助。本文的冲突数据主要描述

的是地区间的武装摩擦，而不是内战的激烈程度，这些散落在各地的地方冲

突并不一定会对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产生系统的破坏性影响。

（二）中国援助与冲突：稳健性检验

作为稳健性检验，本文将虚拟变量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ｊｔ替换为冲突造成的死亡人数

ｌｎ（ｄｅａｔｈ＋１）ｊｔ和冲突持续时间ｌｎ（ｄａｙ＋１）ｊｔ，结果如表５所示。表５Ｐａｎｅｌ　Ａ和

Ｐａｎｅｌ　Ｂ分别汇报以虚拟变量ＯＯＦ＿Ｃｈｉｎａｊｔ和援助金额ｌｎ（ＯＯＦ＿Ｃｈｉｎａｆｕｎｄ＋１）ｊｔ
作为核心变量的结果。在Ｐａｎｅｌ　Ａ，第 （１）、（２）列 ＯＬＳ的回归结果与第

（３）、（４）列的两阶段回归结果保持一致，ＯＯＦ＿Ｃｈｉｎａｊｔ的系数均在５％置信

水平上负向显著，表明中国ＯＯＦ援助可以有效减少冲突导致的人员死亡数，

并且能够缩短冲突持续的时间。在Ｐａｎｅｌ　Ａ的第 （１）—（４）列中，美国官方

发展援助ＯＤＡ＿ＵＳＡｊｔ的系数全部显著为正，没有发现美国援助与受援国冲突

具有负相关性。在Ｐａｎｅｌ　Ｂ的第 （５）—（８）列中，在我们把是否接受援助的虚

拟变量替换为援助的金额ｌｎ （ＯＯＦ＿Ｃｈｉｎａｆｕｎｄ＋１）ｊｔ，并加入美国援助金额

ｌｎ （ＯＤＡ＿ＵＳＡｆｕｎｄ＋１）ｊｔ后，ＯＬＳ和Ⅳ方法显示中国 ＯＯＦ援助的结果均保

持稳健。

由于冲突频发的落后国家往往同时接受不同国家的援助，为了进一步排

除其他不同类型援助的影响，我们同时控制了不同类型的国际对外援助，结

果保持稳健并汇报于表６。Ａｌｅｓｉｎａ　ａｎｄ　Ｄｏｌｌａｒ（２０００）将国际援助类型归为三

类：第一类为以美国为例的带有利益选择倾向的援助者；第二类为北欧国家
（以瑞典为主），根据收入水平、国家制度等因素给予受援国援助；第三类则

为具有殖民统治历史的国家 （以法国为主），主要从历史的政治关联角度进行

援助。基于此，除了之前加入的美国援助，我们在回归中分别加入北欧援助
（以瑞典援助为代表）、殖民地国家援助 （以法国援助为代表）和世界银行的

援助，并分别对所有发展中国家和冲突严重的发展中国家两个样本进行检

验。７瑞典、法国及世界银行的援助数据均来自ＡｉｄＤａｔａ　Ｃｏ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ｌｅａｓｅ
数据集。根据划分，瑞典和法国援助的 ＯＤＡ 捐赠项目数和金额 （ＯＤＡ－

ｇｒａｎｔｓ）皆超过总量的９０％，因而本文采用瑞典和法国的ＯＤＡ援助数据进行

比较分析。表６展示了对中国援助使用了工具变量的两阶段回归结果，第

６ 限于篇幅，具体图表未在文中展示。
７ 文中我们选择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作为冲突严重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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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列为控制瑞典ＯＤＡ援助的结果，第 （２）、（５）列和 （３）、（６）列

分别为控制法国和世界银行的ＯＤＡ援助结果。从第 （１）—（６）列，在控制了

美国援助和其他援助类型后，ＫＰ－Ｆ值的系数依然可以排除弱工具变量的影

响。通过表６的结果，我们可以发现： （１）中国的其他官方援助有显著地减

少冲突的作用；（２）美国、瑞典、法国和世界银行援助均和受援国的冲突水

平没有显著的负向关系。

表５　中国援助与冲突：不同冲突指标回归结果

Ｐａｎｅｌ　Ａ

ＯＬＳ　 ２ＳＬＳ

ｌｎ（ｄｅａｔｈ＋１）ｊｔ
（１）

ｌｎ（ｄａｙ＋１）ｊｔ
（２）

ｌｎ（ｄｅａｔｈ＋１）ｊｔ
（３）

ｌｎ（ｄａｙ＋１）ｊｔ
（４）

ＯＯＦ＿Ｃｈｉｎａｊｔ －０．３４５＊＊ －０．２３２０＊＊ －３．３７８＊＊ －３．４０７＊＊

（０．１１００） （０．１０２０） （１．５１２） （１．４０４）

ＯＤＡ＿ＵＳＡｊｔ ０．３６４＊＊ ０．２８６＊＊ ０．６９４＊＊＊ ０．６３２＊＊

（０．１６３） （０．１４１） （０．２５６） （０．２５３）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２３．６８　 ２３．６８

Ｒ２ ０．７７２　 ０．７６９　 ０．６１１　 ０．５６３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是 是 是 是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Ｙｅａｒ　ＦＥ 是 是 是 是

Ｏｂｓ ． １　９０９　 １　９０９　 １　９０９　 １　９０９

Ｐａｎｅｌ　Ｂ
ｌｎ（ｄｅａｔｈ＋１）ｊｔ

（５）

ｌｎ（ｄａｙ＋１）ｊｔ
（６）

ｌｎ（ｄｅａｔｈ＋１）ｊｔ
（７）

ｌｎ（ｄａｙ＋１）ｊｔ
（８）

ｌｎ （ＯＯＦ＿Ｃｈｉｎａｆｕｎｄ＋１）ｊｔ －０．０２１４＊＊＊ －０．０１７５＊＊＊ －０．２８２＊＊ －０．２８５＊＊

（０．００６２） （０．００６１） （０．１３５） （０．１２６）

ｌｎ （ＯＤＡ＿ＵＳＡｆｕｎｄ＋１）ｊｔ ０．０２２０＊＊ ０．０１７５＊ ０．０４２３＊＊ －０．０３８３＊＊

（０．０１０１）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１７３） （０．０１７６）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１３．６４　 １３．６４

Ｒ２ ０．７７２　 ０．７６９　 ０．４７４　 ０．４０４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是 是 是 是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Ｙｅａｒ　ＦＥ 是 是 是 是

Ｏｂｓ ． １　９０９　 １　９０９　 １　９０９　 １　９０９

　　注：＊＊＊、＊＊和＊分别代表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括号中为国家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表示控制了灾害虚拟变量、脆弱性指数、人均ＧＤＰ对数、人口对数、农业增加值以

及与中国建交时间等控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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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中国其他官方援助对冲突影响：Ⅳ结果 （控制其他国家／组织援助）

被解释变量：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ｊｔ

ＯＤＡ国家／组织 瑞典 法国 世界银行 瑞典 法国 世界银行

所有发展中国家

（１） （２） （３）

冲突严重的发展中国家

（４） （５） （６）

ＯＯＦ＿Ｃｈｉｎａｊｔ －０．５０２９＊＊ －０．５９５８＊＊ －０．５１２８＊＊ －０．６５１０＊＊ －０．７８０５＊＊ －０．６９８２＊＊

（０．２１８６） （０．２４７０） （０．２２６６） （０．３０５０） （０．３３５８） （０．３２６２）

ＯＤＡ＿ＵＳＡｊｔ ０．０４３２ －０．０１６４　 ０．０８９６＊ ０．０５０５ －０．００２４　 ０．０７４８

（０．０５６８） （０．０７４２） （０．０５２２） （０．１０２５） （０．０９８９） （０．１０３２）

ＯＤＡ＿Ｘｊｔ ０．０７５８＊＊ ０．１４７４＊＊ ０．０１４０　 ０．０８８３＊＊ ０．１３３０＊ ０．００８５

（０．０３５３） （０．０７１９） （０．０２５０） （０．０３７１） （０．０７８８） （０．０３０３）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２４．７３　 ２０．１８　 ２３．６１　 １５．１９　 １４．０１　 １４．２２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Ｙｅａｒ　ＦＥ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Ｒ２　 ０．５９　 ０．５４　 ０．５８　 ０．５　 ０．４１　 ０．４７

Ｏｂｓ ． １　９０９　 １　９０９　 １　９０９　 １　５６１　 １　５６１　 １　５６１

　　注：＊＊＊、＊＊和＊分别代表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括号中为国家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表示控制了灾害虚拟变量、脆弱性指数、人均ＧＤＰ对数、人口对数、农业增加值以

及与中国建交时间等控制变量。

（三）中国对外援助、基础设施建设与冲突

相比于其他国际援助，中国ＯＯＦ援助的主要特点是通过提供金融与配套

支持帮助受援国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是发展

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我们使用世界银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衡量指标来检

验中国ＯＯＦ援助对受援国基础设施建设的促进作用。８在表７中，第 （１）—

（３）列、（４）—（６）列以及 （７）—（８）列分别汇报了中国ＯＯＦ援助对受援国

电力设备基础设施水平、水资源基础设施水平和通信基础设施水平的影响，

分析控制了美国援助，并使用交互项ｌｎ （ｓｔｅｅｌ）ｔ－１×ｐｒｏｂｊ作为工具变量进行

两阶段回归。第 （１）—（３）列中结果显示，中国ＯＯＦ援助显著提升了受援国

的全国通电率、城镇通电率以及人均耗电量，表明中国援助显著提高了受援

８ 我们基于图３对中国ＯＯＦ援助进行分类：（１）基础设施建设；（２）福利健康和人道主义援助；（３）教
育援助；（４）其他财政和政府援助，并发现基建援助显著降低了冲突发生的概率。篇幅所限，结果未
在文中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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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电力基础设施，改善了基本生存环境，提高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提

供了更好的工业电力保障；第 （４）—（６）列结果显示，中国ＯＯＦ援助显著提

升了受援国的改进水源率、全国基本供水服务率以及城镇基本供水服务率，

在提高生活必需品质量的同时，也为减少疾病感染和传播提供了有效基础。

第 （７）、 （８）列表明中国其他官方援助可以提高受援国的通信基础设施

水平。９

中国援助在援建庞大基建项目的同时也为受援国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表７第 （９）列结果表明，接受中国其他官方援助显著提升了受援国的工业就

业率 （工业就业人数／全部劳动力），第 （１０）、（１１）列结果表明中国ＯＯＦ援

助显著提升了受援国男性工业就业率 （男性工业就业人数／男性全部劳动力）

和工业增加值。民众 （尤其是男性）在援助建设中或援建项目建成后所推动

的经济增长中拥有了稳定工作和收入来源，家庭基本生活得以保障，因此主

动参加冲突暴乱事件的机会成本就会大幅度提升，从而对冲突发生起到了抑

制作用。考虑到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工期漫长，对受援国国内的经济发展具

有长期影响，本文分别考察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援助和中国其他官方援助的滞

后一期、二期和三期对于当地冲突的影响，结果与前文保持一致。１０

六、结　　论

本文通过ＡｉｄＤａｔａ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的中国援助统计数据实证分析中国其他

官方援助 （ＯＯＦ）对地区冲突的影响，发现中国ＯＯＦ援助可以显著减少受援

国冲突的发生。中国ＯＯＦ援助产生积极影响的作用渠道主要是帮助受援国提

高基础设施水平和增加当地就业。

本文的发现具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第一，中国对外援助在近年来遭到

外部质疑，被认为是 “新殖民主义”和 “债务陷阱”。本文的实证发现为反驳

此类观点提供了有力证据。第二，总结中国援助的实践经验，为提高国际援

助效果提供了新的思考视角。面对非洲、中东、拉丁美洲不同地区发展中国

家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国内社会结构，为了提升国际援助的实际效益，国

际援助的内容需要更多地从受援国的需求角度考虑，因国施策，而非由援助

国的政治偏好决定，政治原则的遵循和经济发展的需求孰轻孰重值得继续探

讨。第三，国际援助中应该改变当前传统援助国和受援国之间不对等的关系，

在外援项目的提供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受援国的经济现实和比较优势，将投资

９ 华为、中兴等国内大型通信科技企业为受援国通信基建承担了大量工程。
１０ 限于篇幅，具体结果未在文中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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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与援助相结合，通过推动受援国的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从

根本上消除冲突的根源。第四，我们的发现再次体现了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发

展中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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